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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学校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目前学校德育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方法论上讲，影响学校德育成效的因素很多，有学校内部的，也有学校外部的；有心理学方面的，也有社会学方面的等等。但在讲究策略，减少不利因素，增加有利因素以求得德育实效的过程中，现代德育至关重要的一条策略是：隐蔽德育的“教育”意图，淡化被教育者的“受教育”意识。所谓隐蔽德育意图，就是德育工作者在充分理解德育内涵的基础上，在工作中尽可能不暴露自己的目的，改变当前学生总是以被动、应付的态度去接受德育的状况，淡化他们“受教育者”的角色意识，在充分的自主意识的支配下，自觉自愿或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德育的内容，实现学校德育的终极目的，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者的教育意图越是隐蔽，就越是能为教育的对象所接受，就越能转化成教育对象自己的内心要求。”这不仅是现代德育形式上的要求，也应该成为指导思想上的要求。 

　　一、改进学校德育策略，隐蔽教育意图的依据 

　　一般地说，当代青少年在个性心理上，自我意识趋于早熟，具有极强的自尊心、独立感、自信心和好胜心，不愿意别人小看或轻视他们，不轻易接受教师和德育工作者的指令。思维的迅速发展、学校里的学习和对社会的接触，使青年学生具备对事物进行论证性思维的能力，从而也提高了他们思维的独立往。他们的思维水平已达到能概括各种社会现象，掌握社会标准并用之来衡量、判断社会事物的程度。理性思维的发展和思维独立性、批判性的增强，使他们的思维出现了更多创意成分，遇到问题不愿人云亦云，而是力求通过自己的思维加工提出某种有独创性的见解。他们一般不会像小孩子那样机械地接受传递的全部的教育信息，并被动地形成或转变一定的态度，而是对信息采取“个性化和选择、加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个体会不同程度、不同状态地接受或抵制信息传递。一厢情愿的强迫、急功近利的“灌输”，往往会造成教育对象的的逆反心理，加上一些教育者总喜欢以“先知先觉”者自居，以为别人都应该受自己的诠释和教育，以为学生都没有判断力，需要自己来主宰他们的思维。这种做法更容易引起学生情感上和思想上的抵制，产生精神厌食症，造成德育工作的零效应或负效应。 

　　从心理学上讲，个体对确定内容的接受与排斥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某种与主体无直接切身利害关系的刺激单调、反复出现，就会在大脑皮层上产生保护性抑制，会使人感到厌烦，继而可能产生不良的应激心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校关于德育的课没少讲，会没少开，文没少发，机构没少设，工作没少做，但效果不甚理想。这里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德育工作的内容和方法存在着理论阐述单调，说教味道浓厚。实际上，这种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重复刺激，同一内容重复次数多了，它反而会使青年学生的头脑中产生一种无关刺激物。甚至你越说，他越不听，产生厌烦心理。 

　　在个体对既定的观念、事物接受和认同过程中，其人格主体性的体现程度是非常重要的。主体性，是人作为社会活动的本质属性，是认识主体在处理外部世界关系时的功能表现，它决定着接受和认同的趋向、程度、方式。如果这个接受过程是处于某种压力下，是被动的、被控制甚至是强制的，毫无自主性可言，个体就会产生人格的主体性受侵犯的感觉，进而产生反感和抵制的心态，不但不会接受而是排斥。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被教育者处于被动的，被控制的处境中，缺乏主体性，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相互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这种状况，常导致教育者的逆反心理，甚至演变成为一种消极的反抗的病态心理：盲目抵触任何教育者本身或所谈及的事物，对教育内容采取极端的偏激性的反对态度，趋向或偏好于教育者所反对的事物，或非主流的观念意识。 

　　灌输教育曾经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极为有效的方法。但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在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劳动阶级受尽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存在，他们自身的生活体验，决定了他们非常容易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之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意识。今天的青年学生，他们缺乏这种体验，加上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社会信息的多元化和膨胀化，都对学校德育的过程、方式和手段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一些教育工作者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缺乏与异己观点的较量，单向、直露、毫无含蓄感，带有一定的强制接受的色彩。事实上，在多元的思想价值观并存的态势下，一种正确的思想体系要想占据主流地位，必须在与对立的诸多观念的交锋和斗争中进行必要的修正和发展。如果回避交锋和斗争，或者压制不同观念和思想的表达，正确的思想体系就难以为人们所接受。 

　　长期以来，在学校的德育工作中，往往在教育过程中刻意地去强调教育的惟一正确性，对教育的目的则丝毫不加掩饰，至于受体是否接受，从来不在考虑之列。在工作中一般只对学生进行正面的理论的教育，尽量地回避或掩盖那些错误的思想言论、事实和社会现象。学校德育中这种过于露骨的倾向性往往会使人对教育内容的真实性和对教育者的客观性产生疑问。实际上，对于对世界和社会现实感兴趣的青年学生来说，他们总是根据自己对事物的了解做出判断。他们对了解原始的事实，甚至事物的反面情况的需要更迫切，而对经过加工的事实或单方面的事实经常持怀疑的态度。特别是一旦获知某些加工过的“事实”与实际情况相反，或池们通过自己的信息途径得知了相反的事实，他们就会对宣传教育产生怀疑和不信任。在当前的学校德育工作中，往往反映事实、联系实际的少，回避社会现实中的尖锐矛盾和问题，对政治问题的分析缺乏辩证性，导致有的学生失望之余反而容易接受一些非主流的思想观念。 

　　总而言之，学校德育在教育内容上，存在着教育信息的片面性、表面性和重目的的急功近利性，过于直自和彰显性。在教育方法上，存在主客体颠倒、明显的形式化和功利主义的倾向，不是从社会发展实际、青年学生的身心特征和他们的需要出发确定方法、手段，而是简单地把学生作为教育对象进行说教。在教育过程中，漠视学生在知、情、意、行各方面的变比，无法真正将教育要求转化为学生的信念和行为品质，反而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而不愿接受或接受得不多。现代学校德育要取得成效，必须加强德育策略的研究，而隐蔽教育意图，则是现代德育策略的核心和关键。 

　　二、隐蔽教育意图的策略与要求 

　　1．教育过程的自然化和情境化 

　　所谓自然化和情境化，即是要求学校德育的信息输出，应融于学校的一切活动中，尽可能以自然的方式，从学习、社会实践甚至娱乐，对物质环境、精神生活甚至人文氛围，在看似自然的表面下则昭示着教育的内涵，减少刻意的人为的痕迹，注重创设情境和氛围以促使个体产生内在的需要和情感上的共鸣，从而主动地去实现教育的目的。真理是赤裸裸的，但赤裸裸的真理有时却难以为人们所接受。特别是在一切都讲究包装的现代社会，有时候，含蓄比直白更容易深入人心，隐蔽教育意图的潜移默化常常能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高昂的口号和画蛇添足的议论往往会让人大扫其兴，功亏一篑。 

　　事实上，通过文化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是西方宣传的拿手好戏，哪一部美国影片不在地宣扬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优越性？毛泽东说宣传要群众喜闻乐见，但现时中国的宣传还远未达到这个要求。哲学、文艺甚至新闻等都能对人的思想和社会伦理行为发生重大的影响，但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激发人的情绪，拨动人的心弦。对特定的德育目标的实现或内容的输出，也要注意强调有一定的具体接受情境或情感氛围，如当要求学生完成某一既定的任务时，并不仅仅要求学生立即按教师的要求去做，而是创设一定盼清境或情感氛围，让学生自己亲身感受到从事这项任务的必要性，达到深有感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境地，自己主动地、积极地去完成。启发人的内心需要是一切心理活动的前提，有了需要，才会形成态度，完成行为选择。激发需要，就要通过具体的事例来创设情境，渲染氛围。教育家卢梭曾说过：“千万不要干巴巴地同年轻人讲什么理论。如果你想使他们懂得你所讲的道理，你就要用一种东西去标示它。应当使思想的语言通过他的心，才能为他们所了解。”理论性思维和三段论的逻辑判断毕竟是深奥、单调和枯燥的，作为一种思想道德传播，思想教育工作者要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兴趣、情感和需求来确定目的，选择方法，考虑过程。总之，在学校德育中应积极改变仍然存在着简单地沿用过去的灌输教育的方式，更多地发挥“潜移默化，自然似之”的内化作用，以利于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的接受和内化。 

	2．教育关系的互动化和民主化 

　　在传统的学校德育中，德育工作者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学生往往只是按教师的意图，被动地答问、讨论、辨析、选择。教师常以社会道德法官的角色对学生的回答作判断，而不是站在和学生相互平等、理解的角度上去讨论、引导，这种状况必然会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因为，现代社会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态势，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以及多元化、多样化的文化观念形态，连成年人都有个重新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信息化时代正在动摇成年人的知识权威地位，而对于青年学生来说，他们往往会认为，教师、家长等成年人自以为是的东西太多了。思想教育工作者要放下“为师”的架子，尽力使自己和学生处于“水乳”状态，消除双方之间存在着的心理距离与对立情绪，在德育过程中与学生共同学习、探讨和研究。有时，教师不妨多向学生们学习，因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学习的过程也是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逐步地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导人物，而不仅仅是成为某些正式的职务或权力的体现者。 

　　互联网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信息平台，也为教育者提供了一个平等和民主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良好手段。网络上的论坛和聊天室的匿名性，使德育工作更容易为人所接受，这是因为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对德育工作有逆反心理的这部分人，无法获知德育工作者的真实身份，“淡化”了受教育的色彩，从而化解了他们的抵触情绪。只要德育工作的内容正确、形式生动，就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学校的德育工作者应积极地融入网络，从网上了解学生的真实的思想，有针对性地在网上发布正确的思想信息，并提倡一种在平等基础上的互动的“民主”的教育。德育工作者要真正放弃教育“专制”，真正达到教育的“自由”状态，成为与学生们共同探索真理的伙伴。 

　　3．教育过程的自主化和探究化 

　　对不同思想观念的自主的、独立的分析和比较是决定接受正确观念过程的重要环节。个体总是在权衡价值的相对强度或正误的过程中，决定自己相应的价值取向的。在当今充芮变革的时代，青年学生总是热衷于探索。我们可以适应他们要求独立自主地探索个人发展、人际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愿望，把现实生活中不同价值观的冲突、社会道德困惑中的问题和思想道德教育目标、内容巧妙地结合起来，融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于社会调查与实践中，于不同思想体系的比较和讨论中。可组织学生自主参与解疑，让学生在分析和判断中受到启发。也就是说，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的要求变成学生自我探索、自我获得的过程。通过精心组织的、深入的调查和实践、讨论和分析，他们就会从自己的观察、辩论和选择中激发出正确的理想和信念，构建起正确的价值观体系。当然，采取参与、引导和选择模式，进行思想政治问题或社会道德问题的社会调查和实践，组织判断和讨论，肯定在设计和操作上较之教育者单向说教和管训要复杂得多，取得效果也要慢一些，可是其最终的效果却会真实、牢固和持久。 

　　4. 教育手段的艺术化和技巧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与否的前提之一在于它应被受体感觉为是真实的和客观的。要做到这一点，对于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内容，我们不能一概地封堵，而是要去巧妙地利用它们来彰显我们的正确性。西方的思想教育是很有其国家意识和阶级意识的，但他们在宣传的时候又处理得很有技巧。他们一般不进行说教，而是运用编辑权，巧妙地将宣传寓于经过挑选的事件之中，寓于观点合拍的名人访谈中和具有引导性的街头采访中，寓于娱乐（哪怕是低级的）之中。有时它们也不忘适量加一点反对意见，在貌似真实和客观的幌子下推销它们的思想政治意识和价值观，这就是主导世界舆论的西方传媒的惯用手法。在这一点上，也有我们可值得借鉴的地方。如加强实验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研究，在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前提下，以德育信息的质和量方面的强大的优势，在思想领域形成巨大的精神导向力量。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传播技巧，如用一些学者的观点，从学术讨论的角度来反映我们的观点，体现自己的立场，这样做更易于为教育者所接受。也许有的人会对这种做法持有异议，但须知，温室里培养出来的鲜花经不起风雨，负面影响和反面教材的存在有时可能是好事。正是有了各种不同观念的撞击，正确的思想信念才能百炼成钢；有了回流、支流和逆流，才会更彰显出主流的浩洁荡荡。 

　　德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其质量取决于系统的诸项有机要素的作用程度。作为德育工程的实施者，光有好的材料（德育内容）是不够的，好的材料并不能保证就会构建出优质的工程，它还取决于构建工程的工艺技术（德育的策略与方法）的好坏。德育的效果和质量在于受教育者是否接受了教育的内容，表现出相应的、期望之中的认识、情感、态度和行为，而接受与否，接受和表现的程度，取决于德育工作者所采用的策略与方法。在新的时代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以及青年人的心理特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德育方法和模式显然在许多情况下已不能适应。学校德育以往对德育的内容研究较多，而对实施所采取的策略和方法研究不够。要提高学校德育工作的有效性，就要研究现代学校教育的策略，借鉴世界各国，甚至西方国家的教育方法，大胆地进行改革和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德育的策略和方法，是现代德育发展的战略性课题。总之，现代德育工作要取得实效，最关键的是从接受主体入手，研究青年学生在接受教育时的心理过程，从而确定学校德育的策略。作为教育工作者，当采取教育措施或开展活动的时候，必须千方百计创设一定的情境，不露痕迹地将自己的教育意图深深地隐蔽起来。在绝大多数学生心理认同，师生双方情感共鸣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转变学生的思想，从而水到渠成地实现自己的教育目的。当教育意图被隐蔽，教育色彩被“淡化”之后，表面上看，似乎出现了“真空”，其实，在这种状态下，德育的内涵更加丰富了，过程显得更轻松，效果更明显。同样，“淡化”教育色彩的过程，也是德育自觉自为的过程，当德育工作者把“淡化”教育真正落在实处，德育就渐渐接近了它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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